
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
＃

安 东 强

内容提要
“

废八股 、 改策论
”

， 不足 以准确 涵盖清末科举文体 改革 的全部 内容 ， 甚至 无法表

达张之洞所拟方案 的核心 内容 。 张之洞 主 张调整科举 乡会试文体格局 ， 不仅要保 留 考查 四 书

五经 的文体 ， 并将之从头场移 至第 三场 ；
而 且在分场去取程序 的配置上 ，

第 三场文体将成 为

最终去取的 关键 。 然 而
，
清廷摒弃 了 分场去取的考试程序 。

四 书 文 与 五经文在废八股后 ， 更

名 为
“

四 书义
”

与
“

五经义
”

，

一 字之差 ， 却解放 了 应试者 的文体束缚 。 由 于没有分场去取

程序 的保障 ，
四 书义 与 五经义沧为科举考试无足轻重 的 点缀 ， 无法满足新 旧 各方 的改 革期 望 ，

最终在废除科举后退 出 历史舞 台 。

关键词 张之洞 四 书义 五经义 分场去取

清末戊戌 （
１ ８９８

） 、 辛丑 （
１９０ １

） 之年科举改制的初衷 、 进程及结果 ， 时论及后来的叙述往往概

称为
“

废八股 、 改策论
”

。 这种概括将八股与策问 、 论两文体平等看待 ， 在强调科举文体变革的同 时 ，

至少容易引发两个方面的误解 ：

一是让人忽略文体改革背后的重要内容还在于科举乡会试三场的顺序

及格局 ，
二是使人误将废八股与废四书文 、 五经文等同视之 。

有关戊戌前后科举改制与场次问题 ， 笔者已撰文讨论
，
而对于辛丑改制之后科举新章的实施与停

废科举的关系 ， 亦有学者详加论述① 。 在此基础上 ，
对清末废八股而保留 四书文 （义 ） 、 五经文 （ 义 ）

的举措 ，
可在制度设计的用意 、 推行实施的情形及反响 、 观念与文化各层面的系列反应等方面 ， 进行

细致而深人的探讨 ， 从而厘清时论及后人对相关问题的误读 。

一 场次调整与文体更名

一般而言 ，
八股文包括以八股程式撰写的 四书文与五经文两种文体 。 《清史稿》 称 ：

清初科举

（文科 ） 取士 ，

“

承明制用八股文 。 取四子书及 《易》 《书》 《诗》 《春秋》 《礼记》 五经命题试士 ， 谓

之制义
”

②
。 其实 ，

清初乡会试仍分三场 ： 首场试以 四书文与五经文 ， 次场试以论 、 表、 判 ，
三场试以

策问 。 明清以来形成了乡会试专重首场取士的阅卷风气 ， 各文体的场次越前 ，
则地位越髙 ； 反之亦然 。

因此 ， 随着清廷损益旧制 ， 五经文在清代科举考试中 的地位逐渐降低 ， 最突出地体现在场次方面 。 如

乾隆年间定制的乡会试文体格局为 ：
四书文与试律诗并列头场 ， 五经文在第二场 ， 策问在第三场 。 这

也造成一种奇特现象 ： 时人攻击八股 ， 往往针对四书文 ， 而较少及于五经文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
”

（项 目编号 １ ０＆ＺＤ１ ０２ ）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

年基金项 目
“

清代科举文体与选才观念
”

（
项 目编号 １２ＹＪＣ７５ １００ １ ） 阶段性成果 。

① 关晓红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
《近代史研究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１ 期 ； 拙文 《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 ， 《 中山

大学学报》 ２０ １３ 年第 ５ 期 。

② 赵尔巽等 《清史稿 》 卷一〇八 《选举三》 ， 中华书局 １ ９７７ 年版 ， 第 １２ 册
， 第 ３ １４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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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 ． 二〇一五年第五期

道咸以降
，
有识之士 目睹时艰 ，

针对科举取士的弊病纷纷建言 。 概言之 ， 各方的用意一是改革乡

会试的阅卷风气 ， 不宜偏重头场或反过来刻意抬高二 、 三场 ；
二是纳洋学于科 目 ， 变革文体及考试内

容
；
三是调整乡会试三场文体的场次顺序 ；

四是开特科① 。 在此推动下
，
清廷最终于戊戌 、 辛丑出台

科举新章
，
即所谓的

“

废八股 、 改策论
”

。 然而
，
随之而来的问题 ，

不仅是策 、 论两种文体在科举考

试中地位的抬升 ， 还有四书文 、 五经文的文体如何变革 ， 及所在场次如何调整 。

关于清末辛丑年科举改章的框架 ，
特别是科举场次与文体格局的调整 ， 大体上基于张之洞 、 陈宝

箴戊戌年改革科举的奏议 。 可是 ， 通行的理解却与他们的本意有不小出人。

张之洞固然主张添加新策 、 新论 ， 但也坚持保留四书文和五经文 。 细绎之 ， 他的着眼点还在于改

革乡会试的衡文程序 ， 强调乡会试应当分场去取 、 分场发榜 。 光绪二十四年 （ １８９８
） 闰三月 初十 日辰

刻 ， 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电商变更科举乡会试场次与文体 ， 拟改为
“

第一场考时务策 ，
专问西政

西学 。 二场考中国史学 、 国朝政治 。 三场考四书文两篇 、 五经文一篇
”

。 其用意是改变此前专重头场的

积习 ，
以及个别考官刻意偏重二 、 三场取士的风气 （如嘉道 间的朱珪 、 阮元 ， 同光间的潘祖荫 、 翁同

龢 ，
乃至张之洞本人亦是此风气的推动者 ） ， 从而使

“

每场皆有去取 ， 如府 、 县考 ， 假如乡 试头场取
一

千人 ，
二场取三四百人 ，

三场中式如额 ， 既可得通才 ， 又不废四 书 、 五经文
”

②
。 如此调整之后 ，

四

书文 、 五经文在章程上降为第三场文体 ， 实际上在兼顾三场 、 分场去取的制度保障下 ， 反而成为乡会

试最终
一

场取中与否的关键 ， 其固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似乎并没有降低 。

显然 ， 张之洞在变革文体及考试内容的 同时 ， 强调 的是科举的场次问题 。 他不仅不主张废除四书

文和五经文 ， 反而保留了其取士与选才的 固有地位 ， 甚至在设计新章之初也没有考虑废除八股格式 。

因为湖南巡抚陈宝蔵是全国少数积极推动维新运动 的大员 ， 加之张之洞此时谨慎处世的作风 ， 所以张

之洞电商陈宝蔵 ， 希望了解陈的看法 ， 如果能获其认可 ， 无疑更加妥当 。 事实上 ， 张在通电之前 ， 已

向陈之子陈三立详谈此议 ， 并请代为转答其意 。

两天后 ，
陈宝箴复电张之洞 ， 对调整科举场次与分场去取的用意表示赞同 。 可是 ， 陈对科举文体

方面的主张有所保留 ， 并提出己见 ：

一

是建议
“

以国朝政治 、 史学移作首场 ， 著尊王之义 ， 而 以西人

政学为第二场
”

；
二是主张废／Ｖ股格式 ，

“

第三场用 《 四书 》 《五经》 命题 ， 似宜专以发挥义蕴为主 ，

不用八股格式 ，
摒除浮华排比旧习

”

。 其实 ， 还应当注意到的是 ， 陈宝箴主张废八股的重要原因在于 ，

“

时文不废 ，
则书院不能

一

律改章 。 若处处另设学堂
，
则经费难给

”

③
。 换而言之 ， 废八股的考虑更在

于文体之外 ， 尤其是与书院改章 、 设立学堂息息相关 。

有意思的是 ， 张之洞与其智囊团对于陈宝箴的建议并未全面吸收 。 他们经过反复斟酌后 ， 吸纳了

第一条
， 即将头场 、 二场的文体进行对调 ， 却无视废八股的主张 ， 从而形成了

“

变科举
”

的改进方

案 。 这个方案或许可以视为张之洞的成熟方案 ， 因为他很快将其写人
“

意在正人心 、 开风气
”

的大作

《劝学篇 》 之中④ 。

张之洞处世谨慎 ， 其未采纳陈宝厳废八股的建议 ， 原因或许有两方面 。 其
一

， 尽管朝野上下关于

废八股的舆论汹汹 ， 可是作为清朝取士最重要的文体 ， 既然朝廷尚未表态 ， 因此他也按兵不动 ；
其二

，

① 关晓红 《 晚清议改科举新探》
，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０ 期 ； 《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 》 。

② 张之洞 《致长沙陈抚台》 （光绪二十 四年闰三月 初十 日辰刻发 ） ， 赵德馨主编 《张之洞全集》 ， 武汉 出 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９ 册

，
第 ３ １ １ 页 。

③ 陈宝箴 《致张之洞 》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 日 ） ， 汪叔子 、 张求会编 《陈宝箴集 》 ，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３ 年版 ，

下册
， 第 １５９７ 页 。

④ 参见张之洞 《致长沙陈巡台 、 黄臬台》 （ 光绪二十 四年闰三月 二十一 日 午刻发 ） ， 《张之洞全集》
， 第 ９ 册 ， 第

３ １ ５ 页
； 《劝学篇 ？ 外篇 ？ 变科举第八》 ， 《张之洞全集》 ， 第 １ ２ 册

， 第 １８ １ 页 。 《陈宝蔵集》 的编者将张之洞来电系于
“

闰三月 十七 日
”

（ 下册
， 第 １ ６〇０ 页 ） ， 不知何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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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

张之洞 出身鼎甲 ， 早年 以八股文名动科场
，
在科举与学堂 尚未势成水火之时 ， 不便于尝试

“

过河拆

桥
”

的举措 （张后来参与停废科举 ，
被认为是

“

过河拆桥
”

之举 ） 。 这与他调整科举乡会试的场次格

局 ， 又尊崇四书五经的基本立场是
一

致的 。

在维新风气高涨之际 ， 五月 初七 日 ， 陈宝箴致电张之洞 ：

“

朝政方新 ， 前示改科 目议 ， 似宜速

上 。

”

两天后 ，
他对张之洞以 《劝学篇》 中所拟办法为蓝本起草的奏稿提出 自 己 的意见 ，

称 ：

“

科举如

《劝学篇》 所议极善 ，
惟愚意不废八股则学者难捐旧 习 ， 志意不专 。 若主试者仍有意偏重 ，

则首 、 二

两场皆为剩义 。 似宜用 《 四书》 《五经》 命题 ，
革除排比词藻 ， 既可 阐发圣贤精义 ， 又足潜移揣摩 ，

悦人心志 ，
庶几拔本塞源 。

”

① 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 、 陈宝箴在变科举主张上的异同 。

经陈宝箴再次提示 ， 张之洞似乎才意识到
“

废八股
”

的重要性 ， 表示
“

极佩 ， 透澈之至
”

， 改章

为
“

废八股 ， 改为 四书义 、 五经义 ， 其文体略如讲义 、 经论 、 经说 ，

一切拘挛俗格 、 苛琐禁忌 ， 悉与

删除
”

？
。 如此一来 ， 张之洞变革科举的方案便完成了从不提及废八股到主张废八股的转变 。

张之洞的态度转变 ， 实质上应与朝廷的政令趋向有关 。 就在张 、 陈二人反复商议之时 ， 张之洞从

盛宣怀处获悉即将有
“

下科改试策论
”

、 废时文的上谕 。 因此 ， 他也将废八股纳人科举改章之中 。 不

过 ， 他仍坚持必从场次人手 ，

“

即令如盛电三场皆有改动 ， 然必如 《劝学篇》 所论节 目 ，
乃为尽善

”

。

因上谕
“

只浑言策论
”

， 故而张之洞最终坚持新章的第三场仍
“

用 四书义 、 五经义 ， 其文体大略如讲

义 、 经论 、 经说 ， 准弓
丨史事群书 ， 专用 四书 、 五经原文命题 ，

以免废弃经书
”

③
。

从
“

文
”

更为
“

义
”

， 仅是一字之差 ， 在是否用八股体式的差异上 ， 四书义与五经义似乎 回归到
“

经义
”

这一科举文体的最初形态 。 需要澄清的是 ，

“

四书义
”“

五经义
”

的名称 ， 并非陈宝箴的独创 ，

此前已有士人以此称呼科举中考试四书和五经的文体 。 在经历数百年的批判之后 ，

“

八股
”

从科举中

废除 ， 四书文和五经文却通过
“

正名
”

之举 ， 改头换面
，
以

“

四书义
”

和
“

五经义
”

的名 目继续成为

王朝选才取士的标准 。

另
一

方面 ，
四书文 （义 ） 所在场次的差异

，
对于它们在科举抡才中的地位与作用有着迥然不同的

影响 。 在偏重头场的风气下 ， 四书文是选才的首要乃至最重要的标准 ； 张之洞意图改变这种风气 ， 主

张分场去取与发榜 ， 将第三场作为取中与否的关键 ， 所以才将 四书义与五经义定位在第三场 。

光绪二十四年 （
１ ８９ ８

） 六月初
一

日
， 光绪帝接受了张之洞和陈宝箴的科举变更之法 ， 认为

“

先博

后约 、 随场去取之法 ，
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等语。 朕详加披阅 ， 所奏各节剀切周详 ，

颇中肯綮 ， 着照

所议
”

。 科举乡会试仍定为三场 ：

第一场试 中 国 史事 、 国朝政治论五道 ； 第 二场试时务策五道 ， 专 问 五洲 各 国之政 、 专 门 之艺 ；

第三场试 四 书义 两篇 、 五 经义一篇 。 首场按 中额 十 倍录取 ，
二场 三倍录取 ，

取者始准试次场
，
每

场发榜 一次 。 三场完毕
， 如额取 中 。 其学政岁 科两考 生 童 ， 亦 以 此例 推之 ： 先试经古一场 ， 专 以

史论 、 时务策命题 ；
正场试 以 四 书义 、 经义各一篇 。

④

尽管戊戌政变后科举考试恢复旧制 ， 但是辛丑改制后的新章 ，
仍沿用 了张之洞与陈宝箴协商确定的科

举文体格局 ，
只是张之洞的联衔会奏者由陈宝箴变成 了两江总督刘 坤一 。 较之戊戌上谕所不同的是 ，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 十六 日 的上谕只采纳 了科举考试各场的文体格局 ，
却摒弃了分场去取与发榜的

程序 。

张之洞十分不解科举分场去取的程序为何在这
一次未能得到朝廷采纳 ， 于是电询身在西安行在的

① 陈宝箴 《致张之洞 》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初九 日 ） ， 《陈宝箴集 》 ，
下册

， 第 １６０２ 页 。

② 张之洞 《致长沙陈抚台 》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 日戌刻发 ） ， 《张之洞全集》 ， 第 ９ 册
， 第 ３２６ 页 。

③ 张之洞 《致长沙陈抚台 》
（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 十八 日亥刻发 ） ， 《张之洞全集》 ， 第 ９ 册

， 第 ３２９ 页 。

④ 中国第
一

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２４ 册
，
第 ２５ １ 页 。

？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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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鹿传霖 ：

“

科举三场不分场发榜 ，
去取不难认真 。

”“

（此事 ） 十分紧要 ，
鄙人拟再陈奏 。 公卓

见如何？


”

似未得到满意的答复① 。 九月 三十 日
，
他再次联合刘坤

一上折申明此意 ，
得到政务处诸臣的答

复 ：

“

原电恐主试者有所偏重 ， 惟分场去取亦不免仍有偏重之弊 。 科举甫经改章 ，

一时亦难遽得全才 ，
应

俟学校大兴 ， 人材辈出 ， 再行斟酌办理 。 目前仍宜三场合校 ， 无庸更张 。

”

② 在没有扭转偏重头场的科举

风气下 ， 处于乡会试第三场的四书义与五经义 ， 其地位 、 作用以及受应试士子重视的程度 ， 无疑都被降

低了 。

二 文体蜕变

科举新章中 四书义与五经义的命运与地位 ， 被外界人士不同程度地曲解 、 误读 。 最严重的一种 曲

解即是 ， 将废八股与废四书文 、 五经文同等视之 ， 甚至误以为四书五经退出科举考试了 。 从
“

文
”

到
“

义
”

， 除了八股体之外 ， 其他文体形态上的差别似乎 尚无专 门的论述 。

从命题上来说 ， 取材仍是四书与五经 ， 只是命题格式略有不同 。 如 四书文与五经文常摘其中某一

句 、

一段、

一

章来命题 ，
且不会在题面后加

“

文
”

字 ；
四书义与五经义 ，

则于摘取的一句后加
“

义
”

字 ， 即以
“

ｘｘｘｘ 义
”

格式命题 。

需要注意的是 ， 此前 ， 顺天乡试及会试的四 书题均 由
“

钦命
”

，
在更定新章之后 ， 四 书义移于第

三场 。 为了慎重起见 ， 礼部诸臣以为顺天 乡试及会试的
“

第三场四书 、 五经义题 ， 仍请钦命 ，
庶于

讲求实学之中 ， 仍寓崇尚经术之意
”

，
至于其他省乡 试的四 书 、 五经题

，
则 由各省 乡试考官 自行拟

定③ 。 这一沿袭旧制 的做法
，
所谓

“

仍寓崇 尚经术之意
”

，
或许是希望以名义上

“

钦命
”

的皇权余

威减轻四书义、 五经义降为第三场文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 然而 ， 在晚清多幼主以及当时光绪帝 自

身难保的清末政局 中 ， 所谓
“

钦命
”

试题已是众所周知的虚文 。 据光绪三十年 （ １卯４ ） 甲辰恩科会

试录可知
，
考官在奏报各场考题时 ， 为 了突出

“

钦命
”

题的地位 ，
特地先书第三场题 目

，
然后才书

第一场和第二场题 目④ 。 礼部
“

崇尚经术
”

的制度用意 ，
似乎远不如张之洞提出 的分场去取更加

有效 。

至于在废八股之后 ，
四书义与五经义应采用何种体裁 ， 官方似乎并未进行严格的界定 。 早在光

绪二十四年废八股之际
，
已有官员指 出 ，

“

我朝 以制艺取士
，
首正文体 ， 故高宗纯皇帝 《钦定四书

文》
一以清真雅正为宗

，
俾士子有行矜式 。 今钦奉谕旨 ： 改试四书 、 五经义 ， 文格与制艺迥别

”

， 请

旨精选
“

历代及国朝名儒名 臣四书五经讲义若干卷
”

， 经钦定后刊刻颁行 ，

“

则应试者既遵循有 自 ，

衡文者亦去取有资
”

。 光绪帝则主张先儒讲义各书 ， 由各省学政 自行择优购选 ， 分发应试士子揣摩

讲习⑤ 。

至辛丑改章 ， 政务处与礼部拟定的章程作了几方面规定 ：

一

、 四书义与五经义
“

宜朴实说理 ， 参

取讲义 、 经说之意
，
阐发无遗

”

。 至于是否采用讲义 、 经说之体 ， 亦未明确规定 。 二 、 厘正文体之法 ，

① 李细珠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 ，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１ ３４ 页 。

② 礼部籌辑 《续增科场条例》 （ 自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
， 沈云龙主编 《 近代中 国史料丛刊三编 》

，
台湾文

海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 ， 第 ４９ 辑第 ４８ ６ 册
， 第 ２４８３ 页 。

③ 《续增科场条例》 （ 自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 ， 《近代 中 国史料丛刊三编 》 ， 第 ４９ 辑第 ４８６ 册
， 第 ２５ １ １

—

２５ １ ２ 页 。 有意思的是 ，
外界舆论所刊的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 （ 《万 国公报》 光緒二十七年 第 １ ５６ 期 ） 却

无此条规定 ，
不知是无心之失 ， 抑或有意抹杀 ？

④ 《光绪三十年会试题名录》 ， 台北
“

故宫博物院
”

藏 ， 宫中档奏折 ？ 杂档 ， 档号 ：
４０９０００１２２ 。

⑤ 《安徽学政徐致祥片 》 （光绪二十四年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军机处录副奏折 ， 档号 ： ０３
－

７２ １ ０
－

０１３
，

缩微号 ： ５３７ － ２５ ７３ 。

？
４８？



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

既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 ， 又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 。 这专 门举出骈偭体与怪涅体为规避对象 ，
显然

是担心四书义与五经义仍蹈此前时文的弊端 。 三 、 文章写作不入 口 气 ， 即不再代圣人立言 ， 但是
“

仍

不准阑人周秦诸子谬论 、 释老二氏妄辨 、 异域方言 、 报馆琐语 ，

一切离经畔道之言悉当严加屏黜
”

。

四 、 至于如何示士林以衡文准则 ， 则 由 乡会试
“

考官选刻魁卷 ， 每场试艺应择尤刊刻 ， 以 为标准
”

（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 》 ） 。 这意味着四书义与五经义的
“

标准
”

， 尚须在接下来的科举考

试中逐渐形成 。

综合来看 ，
从四书文 、 五经文到四书义 、 五经义 ， 破旧仍未彻底 ， 立新亦未成型 。 不久

， 贵州学

政赵惟熙咨称
，
既然四书义与五经义不人口气 ，

“

似可援用后世子史诸书 ，
考先正各义 ，

多有以命借证

时事者 ， 拟请稍宽其格
”

。 此外 ， 诸如
“

凡经四库著录之子史别集均准引据 ，
亦可泛论时事

”

。

礼部诸臣对此并不以为然 ，
称四书义与五经义理应

“

恪遵先儒传注及御纂钦定诸说以为立言宗 旨 ，

即令荟萃群书反复推阐 ， 而体裁谨严 ， 亦不得稍越范围
”

。 如果四书义 、 五经义允许泛论时事 ， 不免
“

逞臆妄议
，
抛荒本言 ， 于体裁殊有不合 。 至子史别乘中精粹纯正之言 ，

采取原所不禁
”

。 总而言之 ，

该文体务必遵照原奏定章程办理？ 〇

从四书文到四书义 ， 两者在文体形态方面的整体与具体的差异 ， 还可 以通过类似题目 的不同文章

来进行比较 。 如 〔 表 １
〕 （ 见下 页 ） 。

通过文本 比较 ， 不难看出
，
四书义在行文中仍有许多方面难脱八股旧习 。 尤其突 出者 ，

如行文中

多处采用对仗句 ，
以及类似于

“

提比
”

处的
“

且夫
”

字眼 ，
显然是被称为道光以来乡会试场秘诀的

“

且夫调
”

的旧习② 。

可是 ， 四书义较之四书文的文体蜕变 ，
亦不容忽视 。 首先是字数 。 四书义在字数上的局限略宽松 ，

较之类似题 目的四书文多了一百多字 （
四书文 ４４４ 字

，
四书义 ５ ８４ 字 ） 。 其次是行文的 口气 。 四书义

“

不人 口气
”

，
故而行文方面所受拘禁较小 ，

尤其是采用问答辩诘式的行文 ， 使得理据更加贴切。 最后

是引证 。 四书义不似四书文完全发挥圣贤义理 ， 而是引证相关史事以证圣言 。 如
〔表 １

〕 的四书义专

门征引三代及春秋史事以证孔子之言的本旨 ， 甚至引后代帝王治 国之策发挥孔子之言的奥义 ， 这与此

前四书文不引两汉以来书籍史事的风格有着质的区别 。

尽管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
可是对于原本正在学习八股文的应试者而言

，
已经不啻

于彻底的解放了 。 时为童生的朱峙三后来称 ：

“

自改策论后 ， 予作文如脱羁之马 ， 笔势开展奔放 ， 已不

受八比文之种种法制束缚 ， 思想所在 ，
运笔 自如 。

”

③

其实
，
从八股文到四书义 、 五经义的转变 ， 应试士子在写作训练和应试技巧方面同样存在不少异

同之处 。 如光绪二十七年上谕废八股之后 ， 尚未获知这一消息的童生朱峙三等人 ， 仍在 日 日研习分股

作文 ，
师生的对策是

，

“

科举恐要废八股
，
改策论 。 如有上谕 ， 我 邑各私塾不授八比文矣

”

。 自获闻确

切消息后 ，

“

俱作义 、 论
”

。 至于揣摩之法 ， 则同样取资于古文 ， 尤其是
“

以后每夕读 《古文观止》

”

，

“

每 日读
一

篇 ， 如从前读八股文然
”

， 此前熟读的八股文均停止不读？ 。

在 《小题正鹄》 之类的八股选本不再适用应试之后 ， 书商们也迅即寻觅
一些可供四书义等文体应

试的素材 （尽管此时科场书的出版重在策 、 论 ） 。 在利益驱动之下 ，

一些原本不受重视的另类四书注

本 ， 在科举新风气中开始崭露头角 ， 例如光绪三十年 （ １ ９０４ ） 上海宏文阁印的 《 四书义史证》 。 该书

① 《礼部复议科场事宜》
，

《万国公报》 光绪二十八年 （
１ ９０２

） 第 １６２ 期 。

②
“

且夫调
”

， 盛于道光以后 ，

“

其法于提比之后 ， 或末 比之前 ， 突用
‘

且夫
’

二字以振其势 ， 并不关顾前后语

脉 。 乡会试场以为秘诀 ，
以文言之 ，

不通甚矣 ，
聊以 自文其陋而已

”

。 参见卢前 《八股文小史 》
，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３７ 年

版 ， 第 ９３
－

９４ 页 。

③ 胡香生辑录
，
严昌洪编 《朱峙三 日 记 （

１８９３
—

１９１９ ） 》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７３ 页 。

④ 《朱峙三 日记 （ １ ８９３
—

１９ １９ ） 》 ， 第 ８９
＿

９２ 页 。

． ４９
．



文学遗产 ？ 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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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四书文四书义

敬事而信三句敬事而信 ， 节用而爱人义
＇

ｉｒ 《论语 ？ 学而 》

‘ ‘

道千乘之国
”

章１论语 ？ 学而》

“

道千乘之国
”

章

作者 张志栋 ， 康熙十二年 （ １ ６７３
） 进士


金兆丰
，
光绪二十九年 （

１ ９０３
） 进士


道 国之经有五 ，
而本计得矣 。 夫敬 、 信 、 节 、 有治国之法术 ， 有治国之精神 。 精神不可见 ，

见之于戒惧 ，

爱 、 时使 ， 皆本计也 ， 道 国者可不勉哉 ！ 尝 见之于不欺 ，
见之于俭且仁 。 之数者 ， 皆心法也 。 三代上有

谓致治之术多端
，
而善为治者必进而详其体 心法 ，

故天下但见圣人之精神 ，
如尧之钦 明 ，

舜之允塞 ，
禹

要 。 所存惟严 以贞
一

己 之志
，
而宽以联万物 之无间

，
文之怀保惠鲜。 是三代下无心法 ， 故天下恒苦诸侯

之情 ， 斯本计得而国家乃可久安而长治 。 千 之法术 ， 如鲁之怠玩 ， 晋之诡谲 ， 齐之奢侈 ，
桧之政繁赋重 。

乘何以道哉 ？ 其首在
“

敬事
”

，
治道之升降视 是夫子 目击其弊

，
而告道国者以敬事而信 ， 节用而爱人 ，

殆

几务之修废以为端 ，
而小心者大业所由集也 ， 欲以心法之精 ， 救治法之坏欤 。 且夫敬者 ， 非凝旒垂纩之谓 ，

道何可不敬 ， 喜事 者易 荒 ， 持其衷者以 慎 ，
必其君无 自 逸之心 ，

而后成其为敬 。 信者 ， 非信赏必罚之谓 ，

畏事者易废 ， 厉其志者以勤 ， 则国无废事矣 ； 必其君无役智之心 ， 而后成其为信 。 节用爱人者 ， 亦非朴陋

而次又在
“

信
”

， 化理之盛衰视政令之烦简以 姑息之谓 ，
必其君有不敢纵欲 、 不敢戕物之心 ，

而后成其为

为量 ，
而纷更者疑贰所 自 生也 ，

道焉可不信 ， 节与爱。 开创之主以此 四者为 国脉 ， 守成之主亦以此四者为

酌理势以垂道揆 ， 信以 义而起 ， 规久大以 昭 枢要也 。 分言之 ，
曰戒惧 、

曰 不欺 、
曰俭与仁 ；

而合 言之 ，

法守 ，
信以诚而贞 ， 则 国无繁令矣。 其次又 则皆心法也。 或者 曰 ： 后世非无行之者 ，

仁宗修警以答天贶 ，

ＴＦ文

在
“

节用
”

，
月 要岁会 ， 无不下取于闾阎 ， 苟 文侯往猎以践会期 ， 文帝罢台惜费 以示敦朴 ， 景帝复 田减法

俭约未至 ， 非所 以重 民命也 ， 即非所以重国 以务慈祥 ，
国亦何尝不治 ？ 而识者 曰 ： 此不足以为敬信也 ，

储
，
节焉 以不得不用者尊王制 、 以不敢过用 此不足以为节爱也

，
即敬信节爱 ， 而犹其迹也。 道 国者务使

者清君心 ， 则理财之道得矣
；

而次又在
“

爱 洞表达里而无所间 ， 从体合用而无所格 。 而后存心恪 ， 下无

人
”

，
百官万民

，
各思上通于黼座 ， 苟体恤未 戏渝之臣 ；

立意诚
，
内无嚣张之习 。 嗜欲寡

，
德泽溥

，
天下

周 ， 非所以 固人心也 ， 即非所以 固国本 ， 爱 无侈靡之风 ， 并无焦枯之患 。 夫岂无国运衰者 ， 赖敬信节爱

焉而辅吾治者有礼以相接 、 而待吾治者有恩 有 以持之也 。 且此四者 ， 尤非可据迹以求之 。 兢业者敬也
，

以相维 ， 则御下之道得矣 。 虽然 ， 政教修者 有时倦勤者亦敬
；

必达者信也 ， 有时行权者亦信 。 省费者节

国必强 ， 仁俭至者 国必 富 ，
履丰处盛而军役 也

， 有时义所当为 ， 即不蠲费而亦节 ； 生人者爱也 ，
有时义

烦兴 、 旷农废业 ， 其累盛治者岂少哉？ 道在 不容已 ， 即偶戮人而亦爱 。 此贵乎探其本原 ， 与随其时而调
“

使民以时
”

。 下既 以裕肼胝之力 ，
上亦 以杜 剂之 。 夫惟圣王在上 ， 履若春冰 ，

坚如金石 ，
体唐成俭

，
踵

浩大之萌
，
则国无过举矣 。 凡此者皆本务也 ， 虞为朴 ， 家猴君牙暑雨 ， 俗 闲姬旦豳风 。 观治者 以为治法之

道国者审诸？①懋也 ，
而不知 消焉息焉 ， 君心而已矣 。 是以孔门重心法也。②

非无绚烂之章 ， 检其句语 ，
不落郛郭 ，

即入
点评

｜

拙滞。 转取此切近麵者 。



｜

六通四辟 ，
题无剩乂 ， 词严乂正 。



，

〔 表 １ 〕

以袖珍本印行 ， 共六卷 ， 四册 ， 其中 《大学 》 《 中庸》 各
一卷 ， 《论语》 《孟子》 各两卷 。 全书仿照命

题格式
， 或单句 、 数句 ， 或一节 、

一章
，
援引书籍进行释证 。 作者谭义 （ 字燕山 ， 广东茂名人 ） 似为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读书人 ，
于是宏文阁弄了一篇光绪十三年 （

１ ８８７ ） 广东学政汪鸣麥所作的跋文 ，
置

于全书之首 ， 显然是向广大应试士子推销的重要手段 。 汪称 ：

“

谭君是书取四书所言 ， 证以史事
，
穿穴

贯串 ， 具有识解 ， 不仅读书作文之益 ，
实知人论世之资也 。

… …征引繁博 ， 参观互证 ， 亦足以圣贤立

① 方苞编 ，
王同舟 、 李澜校注 《钦定四书文校注》 ，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６８０

－

６８ １ 页 。

② 顾廷龙主编 《清代朱卷集成》 ， 台湾成文出版社 １ ９９２ 年版 ， 第 ８ ８册
， 第 ２３ １ 

—

２３３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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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

言之旨相发明 。

”

① 如 《孟子
？

离娄上》 的
“

上无礼下无学四句
”

，
则称 ：

置五经博士 ， 北魏之所 以 兴也 。 广 三舍生 员 ， 大唐之所 以 盛 也 。 秦弃 礼义 、 焚诗书 ， 而 陈胜

吴广之奋呼 ， 即 召咸 阳之火 。 宋废 《春秋 》 、 禁道 学 ， 而宋江杨大之余孽 ， 终扬 崖 海之波 。 晋穆

帝罢遣太学生徒 ， 遂至羌 羯五胡 迭乱 中 国 。 明 熹 宗诏 毁天下 书 院
，
卒 至张李二贼 ， 倾覆神 州 。 故

曰 ： 上无礼 ， 下无 学 ， 贼 民兴 ， 丧无 曰 矣 。 （ 《四书 义史证》 卷六 ，
第 ２ａ 页 ）

综观全书 ，
诸如此类者比比皆是 。 可以说 ， 该书实际上是取中国历史人物的言行史事

，
与 四书 中的微

言相互参证 ， 这无疑是为了便于应试士子作四书义时取材 。

此外 ， 朱峙三还提到变革科举文体之后作文练习方法的调整 ， 称老师训练士子作义 、 论诸文 ，

“

所

作俱为整篇 ， 非如八股分半篇 、 中股 、 完篇也
”

②
。 这或许是作为八股初学者来说 ， 在废八股后所能感

受到的最深刻的变动了 。

三 新章的落实及反响

新章颁布正值辛丑年 ， 即 乡试年 。
虽然 因动乱及条约等限制 ，

多省 的乡 试未能举行
，
但是广东 、

广西 、 贵州 、 云南等个别省乡试却如期举行 。 由于新章声称
“

自 明年为始
”

， 因此这几省 的乡试仍采

用了旧章 。

时任贵州辛丑科乡试副考官的华学澜 ， 七月 三十 日行抵贵阳后 ， 始知
“

上谕又变通科举
”

， 自壬

寅科始 ，

“

凡四书 、 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章式
”

。 于是 ， 他和主考官
一

方面按照旧制 ， 首场出 四书题

三道 、 五言八韵诗一道 ：

“

四书题 ： 子曰事父母几谏
一

章 ；
贱而好 自专

一句 ； 为天下得人难
一

句 。 诗

题 ： 寒山远水江村暮得寒字五言八韵 。

”

次场五经题 ：

“

《易》 题 ：
通其变至使民宜之 。 《书》 题 ： 元首

明哉三句 。 《诗》 题 ： 于铄王师四句 。 《春秋 》 题 ： 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郐 ， 晋师败绩 。 《礼记》

题 ：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备用利器 。

”

另一方面 ， 则于第三场的策问用意拟题 ：

“
一

问天文算学 ，

二问农

政
，

三问矿务 ， 四问军械
，
五问贵州地理水道 。 前四问均及西法 。

”

他与主考官于西法仅略知皮毛 ， 却

仍以开风气为己任 ， 特地拟了四道与西法有关的策问题 。 至于 旧例奉行已久的选刊八股闱墨事例 ，
他

们限于身体状况 ，
以及已废八股的新政令 ， 决意不必多刻 ，

“

所以头场文余只发刻十篇 ，
二场文只刻

一

篇而已
”

。 他们深知
“

明岁即不考制艺 ， 此次为八股末运 ，
不能不刻闱墨 以存名 目 ， 谁其如从前之悉

心揣摩哉
”③

。 这表明 ， 华学澜意识到本科八股已 为末运 ， 选刻本科闱墨的举措不过是因循了事的成

例 。 换言之 ， 这批闱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亦如朱峙三等人所说 ， 是一种
“

纪念
”

④
。

与华学澜等应付旧制相反 ，
辛丑科广东乡试的考官则墨守旧规 ， 引起一些趋新人士的批评 。 时论

称 ： 广东乡试发榜之后 ，

“

所取人士诚属八股好手 ， 若在咸同之时 ，
则此科主试可称得人 ， 所惜者朝廷

已下废八股之诏 ，
两主试非无闻知 ， 乃其抡元定魁 ， 亦依然以臭墨体裁许为清真雅正 ， 而置之前列 。

凡属有心经世之士 ， 即使房考力荐其卷 ， 亦属屏弃不取
，
间有情面难过者 ，

仅在取中之列 ， 而前茅则

非其选也
”

⑤
。 科举改章的初步落实状况 ，

也给部分应试士子带来些许暗示 ，
以为八股未必即废 ， 在不

久之后有可能重新恢复 ， 揣测与彷徨之情 ， 兼而有之 （ 参见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 。

然而 ， 废除八股 ， 改试西方政治艺学策 、 中 国政治史事论及四书义、 五经义
，
这毕竟已成既定事

① 汪鸣銮 《谭燕山 〈 四书义史证＞ 》 跋 ， 谭义辑 《四书义史证 》
，
上海宏文阁光绪三十年 （ １ ９０４）

石印本。

② 《朱峙三 日记 （
１８ ９３
—

１ ９１９
） 》 ， 第 ９ １ 页 。

③ 华学澜 《辛丑 日记》
，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 ， 第 １ １４ 、 １ ２２ 、 １ ２５ 、 １２７ 、 １ ３２ 页 。

④ 朱峙三记 ：

“

师言八股势在必废 ， 欲予将八股学成完篇 ，
亦纪念也 。

”

参见 《朱峙三 日记 （
１ ８９３
—

１９ １ ９
） 》 ， 第

９０ 页 。

⑤ 《八股尾声 》
，

《 台湾 日 日新报》 ，
１９０１ 年 １ １ 月 ２１ 日第 ３ 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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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 ？ 二 〇一五年第五期

实 。 执掌文衡者不论情愿还是不情愿 ， 均能够遵循新章来考课应试者 。 光绪二十七年 （ １ ９０ １ ） 十二

月 ， 有的官员还专门颁布告示 ， 将科举文体变革的缘 由晓谕士子 ， 称 ：

钦奉 明诏
：
废八股 ， 试策论 ， 而先 以 四 书义 、 五经义为根本 ， 有 志之士咸 思挟术 自 献 ， 扬 于

王庭 ， 顾操之无具 ， 则择 焉 不 精 ， 变本加厉 ， 其害有数 。 现 当童试 ， 愿 与 多 士告之 。

经义 与 八股 ， 似 同 而实异 ， 俗儒徒知 窃取八股文字
，
不 入 口 气 ， 即 以 为 可充作经义 。 不知八

股中 恶劣 字眼 ，
断 断不 可入文 。 至高头讲章

，
既无 当 于圣言 ， 更有戾于经 旨 。 经义必 须 涵今茹古 ，

抉经之心 ， 执圣之权 ， 而又剀 切详 明
，
无 幽不烛 ， 必胸有宋五子 ， 而 后 可 以 抒写 四 书 之菁华 ； 必

阅遍廿 四 史 ， 而后可 以发妫五 经之大义 。 为 文首戒敷衍 ，
次 忌冗 长 ，

出语贵 于浑含
，
搞词 要在无

懦 。 往 日 所读 墨 卷 、 考卷
，
以 及经文种种 ， 譬如 忽经秦火

，

一

扫 而 空 。 诸生 当 知有 所弃 ， 方 能有

所取也 。

策论亦 非 一端可尽 ，
有论古之论 ，

有救 时之策 。 其论古者 ， 大 端不 外 乎经史 ， 而 考究 掌 故 ，

则 非 熟悉本朝典章政 要 ，
几 有难于 下 笔 之势 。 读 书在 于平 时 ， 断制 决于 一 日

， 平时 无 真知 灼 见 ，

临文安 能切理餍心 。 倘如北辙南辕 ， 背 日 求景 ， 枝枝节 节而 为 之 ， 岂 士君子敦求古谊之意 乎 ？ 泰

西时务新 书 ， 杂 出 互见 ， 既欲讲求西 学 ， 必 须先从其浅近处入手 ，
由 普通之 学 以进 于专 门

，

习 之

有年 ， 始能言之有要 。 若其钞袭夹带 ，
掇录报章 ， 或 知其一 事 而未究 其会通 ， 或侈 为狂谈 而 莫衷

诸至 当 ， 用夷变 夏 ， 殆更疚心 ， 救时之彦 或不 出 此 。

要之 ，
未废八股 以 前

，
士子 尚 可 墨 守 旧 习

，
以 一 文 一诗为 生 活 。 既 改科举 以 后

，
第 一在 多 读

经史 ， 第二在讲求时务 ， 读经史 以 广 识略 ， 讲 时务 以 博见 闻 ， 而操笔 为 文 ， 则 经义 、 策 、 论 与 八

股文字有 不可 同 日 语者 。 有好笔仗 以达之 ， 而 后新义 以 出 ， 新理毕 呈
， 非枕菲 于老苏 、 荆 公之文

，

不能 有警切动 人之作 。 即或绍桐城之遗派
，
挹方 、 刘 之余波

，
亦 必 笔 气遒古 ， 方 可抒厥 蕴 蓄 。 诸

生须于古文 中 求之 ， 勿谓 兹之试士 与 昔 比伦 ， 蹈彼故 常 ，
不 思 改计 。 目 今 变 法伊始 ， 科举从宽 ，

本县于诸生初不敢为过高之论 ， 而未尝无 至厚之望 。 今何 时耶
， 有 志者 自 勖云尔 。 特示 。

①

该告示可谓是剀切详明 ，

一方面辨析了四书文 、 五经文与四书义 、 五经义之间的文体差异 ， 指 出 了此

次改革不仅仅在于废除八股和
“

不入 口气
”

， 更重要在于
“

必胸有宋五子
，
而后可 以抒写四书之菁华 ；

必阅遍廿四史 ， 而后可以发妫五经之大义 。 为文首戒敷衍 ， 次忌冗长 ， 出语贵于浑含 ，
摘词要在无

懦
”

。 另
一

方面 ， 又指出改试策 、 论 ，

“

有论古之论 ， 有救时之策
”

， 论古之论在于经史与本朝典章 ，

救时之策在于泰西新书 。 总而言之 ， 科举改章之后
，
此前应试者依靠一文

一

诗 （ 即乡会试首场的 四书

文与试律诗 ） 即可掇拾功名的时代 已结束 ，
此后须

“

第一在多读经史 ， 第二在讲求时务
，
读经史以广

识略 ， 讲时务以博见闻
”

，

如此操笔为文 ， 四书义 、 五经义 、 策 、 论与八股文字 自然不可同 日而语 。

自光绪二十八年 （ １９０２ ） 正月 始 ， 各省学政职司 的岁科考试开始全面实施新章 。 山西学政刘嘉琛

奏称 ， 自获读科举改章的上谕后 ，
以为

“

若骤试以经义 ， 则未谙体例 ，
必仍蹈袭庸滥之弊

”

，
于是变

通办理 ，

“

二十七年以前岁试正场 ，
仍试以 四书文 、 经文 、 试帖 ， 自二十八年为始 ，

一

律改试四书义 、

五经义
”

？
。 江苏学政李殿林采取类似办法 ， 在二十八年之前 ，

“

正场文体暂仍其旧 ， 而朴实说理 ，

颇知研究精义 ， 预为改试新章之计
”

， 次年正月 ，

“

各属生童正场均改四书 、 五经义各
一

篇 ，
不准用

八股程式
”

。 安徽学政宗室绵文亦于该年正月 奏报 ，

“

遵 旨改考论 、 策 、 四书义 、 五经义
”

③
。 其他省

① 庄绝裔 《卢乡公牍 》 卷二 《 示谕校士馆生员科举改章办法条告文 》
， 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 《官箴书集

成》 ，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 年版 ， 第 ９ 册
， 第 ５７９ 页 。 该文的时间标为

“

庚子冬月
”

， 据内容判断应为
“

辛丑冬月
”

。

② 《山西学政刘嘉深奏为岁试省南东路路安府等处及太原府等借棚考试情形事》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 日 ）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宫中档朱批奏折 ， 档号 ： ０４ － ０ １
－

３８
－ ０ １７７ － ０２９ 。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０５ 辑

， 第 １４９
、 １ ３ ８ 页 。

． ５２？



清末废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

学政落实新章的时间或有早晚 ， 成效与反响各有差异 ， 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岁科考试中实施科举新章 。

因为这一年即将举办科举改章以来的第一科 （壬寅科 ） 乡 试 ， 随之而来的是癸卯科乡会试 、 甲辰科

会试。

当时已为秀才的陈垣 ， 曾经研读闱墨 ， 揣摩八股
“

法度格调
”

，

“

庚子 、 辛丑科岁两考皆冠其曹 ，

即其效也
”

；
至参加改章后的乡试 ，

“

迨壬寅借闱汴梁 ， 改试策论 ， 前功遂废
”

①
。 所谓

“

前功遂废
”

，

或许可以从两方面解读 ：

一是积极方面 ， 即科举考试改章彻底 ， 八股文章已难奏其功 ，
并未延续到西

方政治艺学策 、 中国政治史事论 ，
甚至是四书义、 五经义等新科举文体之中 ；

二是消极方面 ， 他在 回

忆中专门强调策论 ， 而不言四书义 、 五经义 ， 或许反映出在衡文者与应试者看来 ， 第三场对于取中与

否似乎无足轻重了 。

无独有偶 ， 壬寅科中举人、 甲辰科中进士的金梁也 曾 自嘲称 ：

“

余乙未人学 ，
壬寅中举 ， 甲辰成进

士
，
可称八股秀才 、 策论举人、 末科进士 。

”

② 由此亦可看出 ，
至少在应试者眼中 ， 在废八股以前 ， 科

场风气是以头场的四书文为取中与否的关键 ； 废八股以后 ， 则以头场 、 二场的策论为根据 ， 对于第三

场文体则阙而不言 。

在衡文者看来
，
四书义与五经义在乡会试中 的没落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 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

亲历其事 ， 记第三场的
“

钦命题
”

：

一

、

“

敬事而信 ，
节用而爱人义

”

， 题出 《论语》 ；
二 、

“

故为政在

人 ， 教 （取 ） 人以身义
”

， 题出 《 中庸 》 ；
三 、

“

化而裁之谓之变 ， 推而行之谓之通 ，
举而措诸天下之

民谓之事业义
”

，
题出 《易经》 。 题虽出 自

“

钦命
”

， 却囿于衡文与考试程序 ，
丝毫未彰显出 崇尚经术

之意 。 恽毓鼎认为 ， 对于应试者而言 ，

“

往往前二场精力弥满 ，
至末场则草草 了事 ， 多不过三百余字 ，

且多为随手摄拾 ， 绝无紧靠义理发挥者
，
大有如不欲战 ， 不屑用心之势

”

；
对于衡文者而言 ，

“

以 为头

二场既荐 ， 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
”

③
。

很显然 ， 由于张之洞所主张的分场去取与发檍程序的缺失 ， 所谓兼顾三场仍为虚文 。 由于阅卷时

间紧促 ， 乡会试考官往往仍然偏重头场 。 受此影响 ， 作为乡会试第三场的文体 ， 四书义与五经义在科

举考试中的重要性明显降低 了 ，
自然也无法引起应试士子与衡文者的重视 。 上谕反复强调的

“

合校三

场 ，
以定去取

”

， 在那个未采取分数制的明清两代 ， 大体上均流于纸上空文 ， 难以见诸实施 。 偏重头场

本就是数百年科举考试积累形成的风气 。 这从衡文与应试的风气可见
一

斑 。

正是基于 四书义与五经义在科举考试中 的失势情形
，
不少被今人 目为保守的官员担优 ，

“

久而久

之 ，
圣贤义理不难弃若弁髦矣 。 学术人心 ， 可忧方大

”

。 他们指责张之洞变革科举 ， 甚至停废科举 ，

“

其弊害至于是 ， 更有不可胜言者
”

。 恽毓鼎根据参与癸卯科会试的衡文经验 ，
自 拟乡会试改章办法 ：

“

乡会试宜改为两场 ： 头场试史论三篇 ，
在正续 《资治通鉴》 内 出题

，
时务策两道

，
不拘 中西

；
二场

试四书义二篇 ，
五经义二篇 。 阅卷者两场合校 ，

精力既觉宽余 ， 次场便可着重救不读经书之失 。

”

（ 《 恽毓鼎澄斋 曰记 》 ， 第 １ 册
， 第 ２２１ 页 ） 删繁就简

，
确实不失为一条改制 良方。

恽毓鼎等人身处局中 ，
也未必能够准确把握新章的出台过程与本意 。 殊不知 ， 清末科举新章恰恰

是抽掉了张之洞最重要的分场去取、 分场发榜的主张 ， 从而导致新章的落实与反响 ， 既无法满足趋新

人士的期望 ，
又难以契合保守人士的尺度 。 作为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具体制度设计之
一

，
张之

洞所倡导的选才标准与取向 ， 亦无法付诸实践 。

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 ， 加之科举新章的受挫 ， 张之洞最终被袁世凯 、 端方等督抚说服 ， 加人奏请

立停科举的行列 （参见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 ） 。

① 陈智超编注 《陈垣来往书信集》 （ 增订本 ）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１ １ ３０ 页 。

② 金梁 《光宣小记 》
，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

第 １６ 页 。

③ 恽毓鼎著 ， 史晓风整理 《恽毓鼎澄斋 日记》 ，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册
， 第 ２２０

—

２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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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 ？ 二〇一五年第五期

四 余 论

综上所述
，
如果从科举考试的变革用意与实际成效的层面来衡量 ，

四书义与五经义显然未能成为

张之洞等人所寄望的选拔通才与专才的重要标准 ， 最终几乎沦为科举新章的点缀 。 就此而言 ， 清末废

八股后的四书义与五经义在科举考试与时局中的地位与命运 ， 不过是科举考试乃至大清王朝在近代变

局中的
一

个鲜明的缩影罢了 。

然而 ， 若从文体正变的层面来考察 ，
四书义和五经义摆脱了八股程式的束缚 ，

废除了代圣人立言

的行文 口气 ， 可谓是文体上的
一

大突破。 这种突破甚至有更多的学术意义
，
如四书义和五经义在引证

上得以综合比勘各种史事 ， 与近代学人所推崇的理解圣人言行的学术取向有着异曲 同工之处 。 陈寅恪

为杨树达 《论语注疏》 作序称 ：

“

夫圣人之言 ， 必有为而发 ， 若不取事实 以证之 ， 则成无的之矢矣 。

圣言简奥 ， 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 ， 则为不解之谜矣 。 既广搜群籍 ，
以参证圣言

， 其言之矛盾疑

滞者 ， 若不考订解释 ， 折衷一是 ， 则圣人之言行
，
终不可明矣 。

”

① 曾为清末士子的杨树达 ， 在晚年以

此法注疏 《论语》 ，
是否与早年读书应试四书义的情结有着微妙的关联呢？ 只是他注疏 《论语》 的视

野 ，

“

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
”

， 很可能是借鉴了长编考异之法 ，
较之四书义的取向无疑更加博大精深 。

［ 作者筒介 ］ 安东强
， 中 山 大 学历史 系 副 教授 。 发 表过论文 《 〈钦 定 四 书 文 〉 编纂 的立意及反

响 》 等 。

（
责任编辑 马 昕 ）

① 陈寅恪 《杨树达 〈论语注疏 〉 序》 ， 陈美延主编 《陈寅恪集 ？ 金明馆丛稿二编》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６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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